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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一位医生”——“北京最牛违建”主
人张必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定
义自己。但记者调查发现，张必清并无
行医资格，他的“奇经堂”，其准许经营范
围也不包括诊疗、养生等。而关于他的
一系列头衔，其中一方，世界自然医学会
联合会也回应称，张必清从未在该联合
会担任过副主席一职。

面对媒体，张必清称自己为“一位医
生”，这种低调谦虚，似乎有意避免有人
将他与“大师”联系在一起。毕竟，王林
们信用破产后，“大师”一词已是一个声
名狼藉的陷阱。不过，张必清不是一贯
如此低调。在公开的资料中，他拥有四
个“耀眼头衔”，其中三个均以“世界”或

“中国”开头。而与同行的业务交流中，
张必清也与王林的言辞有着惊人的相
似，他会有意无意地向同行透露，自己有

“给领导人的家人看过病”等神奇经历。
但实际上，所谓的“耀眼头衔”不过

是张必清们忽悠人的把戏。据报道，世
界自然医学会联合会的常务副秘书长不
但否认了张必清该会副主席的身份，甚至
还问记者，张必清“是男是女”？剩下的一
些头衔虽然暂时无法证伪，但媒体已经发
现它们的含金量并不高。要么门槛低、权
威性不够，要么选拔过程不透明，疑似内
定。至于他的神奇经历，虽未能辨认真
假，但张必清们将之随时挂在嘴边，显然
是把此事当作自我吹嘘的资本，甚至还
可能暗暗希望，自己这种神奇经历，通过
他人的流传最终演变成为神医的传说。

不过，仅仅依靠这些还不足以构建
他的神坛。毕竟，医术的高明与否，光靠
传说和头衔难令人信服。张必清们仍需

要活生生的案例，甚至是“神迹”，证明自
己确实医术超群。从报道来看，张必清
一度也确有这种案例。武汉的一位中医爱
好者便称，曾目睹张必清给“一个个被抬进
来或者搀扶进来的病人”做手法，10分钟内
病人“蹲起自如”自己走了出去。

当“一个医生”具备了“耀眼头衔”、
“神奇经历”和“医术神迹”后，已再难算
普通医生。称他为神医甚至大师，似乎
都不应为过。而这，恰恰是张必清们想
要带给人们的感觉。张必清凭借这三板
斧，不但轻松击中病人的心理软肋，令他
们心甘情愿地找他看病，还能从容赢来
各式各样的利好资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必清糊的
纸墙也会有破裂的时候。两年前，《生命
时报》就揭露出张必清“奇经疗法”存在理
论不科学，宣传不属实、疗效好的患者都
是托儿等问题。而更加严重的是，张必清
可能没有行医资格。在卫生系统官网上，
查不到张必清作为“执业医师”的信息。
信服他的人不禁纳闷，作为神医拿下此证
当属“小菜一碟”，为何在驰骋江湖多年后，
还少了这一张最关键的“通行证”？

这就说明张必清式的成功，就是用
或真或假的经历掺杂在一起，从骗一个、
骗两个开始，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
锁反应，从而将自己推向神坛。而另一
方面，部分国人健康观、生死观都存有问
题，怕病而不注重预防，怕死却未经营好

“生”，遇到点病，特别是疑难杂症，便寄
希望于所谓的“医术神迹”。而具体每一
个人，谁又在有意无意地为张必清们标
榜神迹、推波助澜呢？似乎很多人都该
扪心自问。 □杨兴东

发改委的官员们最近“发明”了一
个新词：榨菜指数。大意是，根据畅销
全国的涪陵榨菜这几年在各地区销售
份额变化情况，推断人口流动趋势。
他们还根据这个指标，在起草《全国促
进 城 镇 化 健 康 发 展 规 划 (2011~2020
年)》时，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流
出区两部分。

一般情况下，城市常住人口对于
方便面和榨菜等方便食品的消费量，
基本上是恒定的。销量的变化，主要
由流动人口造成。8 年来，广东地区市
场份额明显在下降，而华中、中原、西
北地区营业收入则大幅增长。而“榨
菜指标”也得到了由国家统计局今年5
月发布的《2012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
测报告》的佐证。该报告称，2012 年全
国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
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

古人常说：见微知著。谁曾想关
系到人口流动趋势，关系到全国城镇
化政策制定的重大问题，几包小小的
榨菜竟成了衡量指标。而且，通过与

国家统计局做出的调研报告相对比，
发现“榨菜指数”还挺准。不仅精准，
而且简单易行，几乎不需要国家付出
额外的成本。与某些高校、科研机构
的项目组相比，这种研究方式，既不需
要国家专项拨款，也不需要额外投入
人力物力，甚至连形式主义地成立个
开题仪式都不要。如果更多的领域，
更多涉及国家政策的调研，都能采纳
这样的形式，无疑能替国家省下一大
笔科研经费。

少做点“秃子头上的虱子”式的调
研结论，多给切实有成效、切实反映问
题、提供问题解决路径的项目拨点款，
这既替国家省了纸张浪费、经费浪费，
也省了民众一天天被形形色色的调研
迷了双眼。

“克强指数”也是简单明了的指
标。李克强总理 2007 年任职辽宁省委
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
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
省经济状况。该指数是三种经济指
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
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自推
出后，受到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
机构认可。无论是“榨菜指数”还是

“克强指数”，都是从宏观层面上挖掘
现有统计数据的潜质，无需二次投入，
从原始数据中就能得出结论。

时下，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个调
研报告。背后有知名科研机构、名牌
高校，还有不少与国际调查机构合作
的。

到底有多少专家组调研，还不如
对“榨菜”的分析有用？又有多少调研
组打着研究的名义，把科研项目资金
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着老婆情人去
海外旅游，考察当地风土人情了呢？
当下，是时候对混乱的专家调研做一
次彻底的清理整顿了。 □刘晶瑶

卫生厅官员看一次病看出51条意见

叶青专栏

自 7 月份起，广东省卫生厅要求厅机关处级以上领导以患者或患
者家属身份到广州地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医院“看一次病”，全程体
验挂号、诊疗、检查、缴费、取药等医疗流程。在 13 日的座谈会上，许
多处级干部感叹，只有“看过”才知道“看病之难”竟然超出想象。看
一次病，几位处级干部提出的修改意见达 51条。

几名官员“看了一次病”，居然“看”出 51 条意见，貌似不可理解，
实则颇为正常。每一个有过看病经历的人，在医院走一遭，恐怕都能
提出不少意见。此次之所以成为被热议的新闻事件，是因为“看病”
主角是广东卫生厅的官员。

卫生厅官员“看病”所遭遇的问题其实并无新意。比如，挂号耗
时久，“深夜 12 点挂号 队伍长达 40 多人”；再比如，诊断时间短，“从
进医院到出医院整个流程花了 1 小时 20 分钟，但医生只给我看了 3 分
钟。”此外，预约难，一名处级官员称：“我想约一家三甲专科医院的
号，结果发现，所有主流的网上预约平台都预约失败，有好几家石沉
大海，只有一家告诉我预约失败。”输液床不卫生，“花十几元用输液
床，床单非常脏，护士一句‘无床单可换’了事”；床位供不应求，“一家
三甲医院，急诊看上了，却被走廊、电梯口满满当当的加床吓了一
跳”；不合格处方多达四成；至于指示牌不清，让患者无所适从，根本
就不算事。

最让患者感同身受的也许是医院一些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广东
省纪委、省监察厅派驻卫生厅纪检组长、监察专员、省卫生厅党组成
员钟利娟去了一家大医院做心电图，排在前面的是一个老人家。“里
面的接诊医生大呼小叫的。”钟利娟说，她在外面就听到了医生催促
老人家下床的声音，自己进去检查时，也受到了相似的待遇。“你把病
人当成东西了，拎来拎去。”检查完毕，钟利娟这样对该医生说，谁知，
还被医生给顶回来了。

看出“病”容易治病难。问题的关键即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病？像
医院医护人员态度恶劣，并非孤例，他们“直接导致医患矛盾”。钟利娟
将其遭遇转告给相关医院领导，这名医生第二天上门赔礼道歉了。不
是每个患者都是卫生厅官员，他们被怒吼后能得到医生的道歉吗？

“如果我不是副厅长，看病难不难？一定是难的。”在广东省卫生
厅“看一次病”换位体验活动座谈会上，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如是说。如此表态，实属真诚。看病难，绝不是普通患者的撒娇，而
是一种难以排遣的现实苦楚，每个患者都有权利看病不难，这考验着
公共服务的水平，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机制，也考验着医院的管理水
平，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几名官员“看了一次病”，“看”出了 51 条意
见，这些意见实际上是一道道考题，谁来解答？何时才能给出令人满
意的答案？如果迟迟没有答案，官员体验的意义就大打折扣，破解患
者看病难就遥遥无期。 □王石川

公车经费缘何难以下降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似乎都走不出“公车经费膨胀的怪圈”。

严格执行近 9 个月的“八项规定”看来对大吃大喝、公款出国有较大的
约束力，但是，对公车私用的约束力就明显不够。其实，在“八项规
定”中也有对公车私用的禁止性规定，比如第八条规定，“要厉行勤俭
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
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由于大吃大喝不利于身体健康，频繁出国
也累，这两股风是比较容易刹住的，而车天天都要用，要管住公车私
用就不那么容易了。

现在在节假日大张旗鼓地“公车私用”可能少了，但是要杜绝是
不太可能的，有的为了保险起见，还会找下属单位、相关单位借车、要
车，即使查到也好说一些。此外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准公车私用”
行为——八小时之外的上下班用车的问题，这恐怕是没有什么改变
的，原来坐的还是一样的坐。对于有的官员上下班用公车，很多挤公
交车上下班的老百姓是很反对的。凭什么有的官员就能够坐公车上
下班？很多学者、记者、老百姓问我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无法回答。
如果绝大多数官员都能够自己开车或者坐地铁、公交车上下班，堵车
的城市会减少，道理很简单，自己开车上下班，只要跑一个来回，别人
送，则是两个来回。但是，我国的情况是，级别高的官员反而不买
车，因为有车。

公车经费下降幅度有限，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公车改革的
难度。“八项规定”执行以来，并没有听说增加了公车改革的城市。我
一直认为，公车改革难就难在官员的“三论”上，一是“待遇论”，按待
遇用车，自己好不容易干到有车的级别，怎么舍得把公车改掉呢？二
是“安全论”，官员开车不安全，专职司机开车安全有保障，把自己定
位于“车技低能者”。三是“等待论”，既然迟早要车改，干脆等待吧。
车改的决策者又收回了改革之举，免得得罪部下，将来考评成绩不好
看。于是乎，公车浪费一天一天地延续下去。

我们现在所说的公车经费不易下降的问题，还没有把公车司机
经费计算在内。如果财政部门能够接受我的观点，把公车司机的费
用计入“公车经费”中，那么内容完整的“公车经费”将是让很多“小伙
伴”惊呆了的数字。那就是把每一辆公车经费再加上平均 4 万的司
机费用。举一个例子：媒体报道，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公车费用同比
下降 28%，全区 1200 辆公车中，安装视频监控 286 个，768 辆定点停
放监控，喷涂执法标识 307 辆，安装 GPS 定位系统 360 辆。区区一
个区的公务车就是 1200 辆，那么仅司机经费就是 4800 万元。根据
我的判断，一个县的公车应该在 300-500 辆。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
吓一跳！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